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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秦朝骤亡的教训与汉初社会极度凋敝的双重压力下，统治者亟需一种既能稳定秩序又能促进恢复的新

治国思想。汉初特殊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儒道思想融合的现实需求，并深度落实于治国理政中形成了以黄

老“无为”为治理框架、以儒家“仁政”“礼治”为价值导向的复合思想体系，为汉初奠定思想与政治

基础。厘清这一融合过程与政治实践的内在关联，可为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进研究提供参考和历史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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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 pressures of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sudden collapse of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extreme social decline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rulers urgently needed a new governing ideology 
that could both stabilize order and promote recovery.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early 
Han Dynasty gave rise to the practical nee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which was 
deeply implemented in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forming a composite ideological system with 
Huang-Lao’s “non-action” as the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Confucian “benevolent govern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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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 governance”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lay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arly Han Dynasty. Clarify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politi-
cal practice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historical lessons for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governing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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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秦朝的骤兴暴亡，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与思想史上一个极具震撼性的事件。其“及至始皇，奋六世之

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1的强盛与“一夫作难而七庙隳”2的速崩所形成的强烈反差，给继起的汉王朝统

治集团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与反思。秦朝治国专任法家，厉行严刑峻法，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虽在短期

内实现了高度集权和效率，但其“刻削毋仁恩和义”3的统治方式，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二世而

亡的结局。贾谊在《过秦论》中痛切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这一历史教训迫使汉初的统

治者必须重新思考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不能再简单地蹈袭秦政[1]。 
与此同时，汉初面临的现实社会困境极为严峻。长达数年的楚汉战争，使得社会经济遭受了毁灭性

打击。《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

食，死者过半。”5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国库空虚，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在这样的废墟上建

立的新政权，首要任务并非开疆拓土、彰显威权，而是如何让社会喘息、让经济复苏、让百姓得以生存。

因此，强调清净、宽容、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2]。 
在思想领域，秦朝奉为圭臬的法家学说因其与秦亡的紧密关联而公信力崩塌，难以继续作为官方意

识形态的核心。然而，国家治理不能处于思想真空状态。汉初统治者必须在历史反思与现实需求之间，

寻找或建构一种新的、更具适应性和生命力的治国思想体系。正是在这种“秦政失效”与“汉业待兴”的

双重压力下，原本在先秦时期并立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立的儒家与道家思想，开始了其历史性的接触、调

适与融合进程。 
在经历了秦代“焚书坑儒”的打击后，儒家思想是如何复苏并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需求？原本主张

“绝圣弃智”“小国寡民”的道家思想，是如何演变成为适应大一统帝国治理需要的“黄老之学”？儒、

道这两种渊源不同、旨趣有别的思想体系，为何能在汉初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实现融合？更重要的是，这

种思想层面的融合，是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最终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治理

实践，从而奠定了汉初的政治格局与社会面貌？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与探讨。 
 

1注释：等到秦始皇即位，他发扬了六代君王遗留的功业，挥鞭用武力来征服各国。(出自：贾谊著. 过秦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2注释：陈涉一人起义就使国家灭亡。(同脚注 1) 
3注释：秦朝统治刻薄寡恩，缺乏仁慈、恩惠、和谐与道义，强调严刑峻法而忽视道德教化。(出自：(汉)司马迁等撰. 史记 第 1 册 
卷 1-7[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11. 第 223 页.) 
4注释：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同脚注 1) 
5注释：汉朝兴起，承继了秦朝的弊政，诸侯并起，民众失去了本业而大批饥荒。一石米要五千钱，人们互相残杀啃食，死的人超

过了一半。(出自：班固撰；颜师古注. 汉书·食货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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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初儒道思想融合的基础 

任何思想的演进与交融都不是凭空发生的，必有其深厚的现实土壤与内在理路。汉初儒道思想的融

合，必然是根植于当时严峻的时代困境和特定的治国需求，同时也与儒道两家自身在汉初的调适态势及

内在的共通性密切相关。 
(1) 汉初的时代困境与治国需求 
汉初的困境是全方位的，深刻影响着治国方略的抉择。 
经济层面，凋敝已极，亟待休养。长期的战乱导致劳动力严重流失，农业生产陷入停滞。《史记·平

准书》云：“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6描绘了当时从朝廷到民间极度的贫

困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急功近利、大兴土木、加重赋役的政策都无异于涸泽而渔，必将引发新的

动荡。因此，实行以“不扰民”“不夺农时”为核心的“休养生息”政策，成为统治集团迫在眉睫、别无

选择的战略。这为主张“清静无为”“俭啬寡欲”的道家思想的兴起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动力。 
政治层面，结构复杂，需要平衡。汉承秦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同时又分封了诸多异姓

王与同姓王，形成了郡国并行的独特格局。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王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如何既维护

中央权威，又避免激化与诸侯的矛盾，防止再现战国纷争或秦末蜂起的局面，是对统治者政治智慧的严

峻考验。这要求治国思想不能是单一、刚性的，而需要具备一定的弹性、包容性和策略性，能够在“集

权”与“分权”“有为”与“无为”之间寻求动态平衡[3]。 
思想层面，有待重建，需求包容。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政策随着其灭亡而破产，

法家思想因其强烈的功利性、刻薄寡恩而与亡秦教训绑定，短时间内难以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然而，

一个庞大的帝国不能没有一套提供合法性解释、整合社会价值、指导政治运作的思想体系。汉初统治者

需要的，是一种既能避免秦政之弊，又能有效维护统治秩序；既能满足当下休养需求，又具备长远发展

潜力的思想。它必须是稳定的，但又不能是僵化的；它需要权威，但又不能是专横的。这种需求，为多种

思想的竞争、对话与融合打开了空间。 
(2) 汉初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发展态势 
面对新的时代要求，儒道两家都进行了积极的自我调适，为彼此的融合准备了条件。 
西汉初期道家思想上升为统治思想，一方面是客观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道家思想本身的自我改

造[4]。道家思想的兴起，主要表现为黄老之学的兴盛。黄老之学并非先秦老庄道家的简单延续，而是道

家思想在战国末期至汉初与法家、阴阳家等流派融合后的产物。它保留了道家“道法自然”“清静无为”

的核心概念，但将其从一种人生哲学改造为一种君主统治术。它强调“无为而无不为”，主张君主应“秉

要执本”，清虚自守，因循旧制，不妄作更张，让臣下和百姓各司其职、各安其业。司马谈在《论六家要

旨》中评价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7，正指出了黄老之学“虚无”其形而“因循”其用的

实用主义特征[5]。这种“无为而治”的理念，高度契合汉初经济恢复、稳定社会的迫切需要，因而迅速

得到从高祖到文帝、景帝乃至窦太后等统治集团上层的青睐，成为汉初七十年间事实上的主流治国思想。

黄老思想作为西汉初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在儒家上升到统治思想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

兼采众长，而且也为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儒家思想的复苏，则是一个在逆境中调整、寻求再生的过程。虽然儒家思想在秦朝遭到了毁灭性的

打击，但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却一直没有中断。儒家学者并未消沉，他们开始反思自身学说的得失。

 
6注释：自天子以下备不齐一辆四匹同样颜色马拉的车子，大将丞相有的乘坐牛车，老百姓家无余粒。(出自：司马迁. 史记[M]. 北
京: 中华书局, 1959.) 
7注释：其方法以虚无作为根本，以因循作为运用。(出自：周谷城, 潘富恩主编.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哲学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

版社, 1992.10. 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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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叔孙通为代表的一批儒生，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他摒弃了儒家繁琐古礼中不切实际的部分，为汉

高祖刘邦制定了一套简易可行的朝仪，使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表明儒家开始将

其礼治思想与现实政治需求相结合，注重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儒家学者也开始吸收其他学派的

思想资源。陆贾向刘邦建言“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8并著《新语》，在强调仁义教化的同时，

也吸收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张“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9，体现了早期儒道融

合的倾向。儒家自身“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复古旗号，及其对伦理秩序、等级名分的重视，也使其在

构建社会长期稳定机制方面，具有潜在的价值[6]。 
更重要的是，儒道思想在深层次上存在共通性基础，为融合提供了可能。首先，二者都蕴含“民本”

理念。道家主张“与民休息”，反对过度盘剥，认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其无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为

了“无不为”于民之自化、自富。儒家更是民本思想的倡导者，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

的著名论述，强调“保民而王”。虽然二者出发点不同，但在关心民生疾苦、重视百姓生存这一点上是相

通的。其次，二者都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道家希望回归“小国寡民”的朴素秩序，或通过“无为”实现

社会的自然和谐；儒家则致力于通过礼乐教化、正名定分来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差序和

谐。尽管对“秩序”的理解和达成路径有异，但渴望稳定、厌恶混乱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共通点，如同

思想的榫卯，为儒道在汉初特定条件下的结合提供了结构性支撑[7]。 

3. 汉初儒道思想融合的路径 

儒道思想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也非仅凭帝王好恶所能决定，它是一个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动态

历史过程。具体而言，主要通过以下三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展开。 
(1) 思想内核的渗透与整合 
思想融合最深刻的层面在于学理内部的相互吸收与改造。汉初的学术氛围相对自由，为这种互鉴提

供了环境。 
道家对儒家的吸纳，在黄老之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纯粹的原始道家对儒家仁义礼智多持批判否定

态度。但汉初的黄老之学则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征。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被认

为是黄老学派的重要文献。其中不仅讲“道生法”，强调法治，也多次提及“仁”“义”“礼”“德”。

如《经法·君正》篇提出“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主张“主惠臣忠”[8]。这显然是将儒家的伦理

政治观念纳入了道家的理论框架，使“无为而治”的内涵不再是消极的放任，而是包含了积极的伦理导

向，即君主通过自身的德行示范来实现社会的教化与治理。黄老之学由此弱化了道家“绝仁弃义”的极

端倾向，变得更易于被注重伦理秩序的统治阶层所接受。 
儒家对道家的借鉴，是其在汉初实现复兴转型的关键。面对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和“无为而治”的

现实成效，儒家学者必须回应时代课题。他们开始借鉴道家的宇宙观和治国理念，为其仁义学说寻找更

宏大的理论基石和更务实的策略补充。陆贾的《新语》开篇即言“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具

有明显的自然天道观色彩。他主张“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11，将“无为”与儒家的“谨敬”德

行联系起来[9]。陆贾的“无为”一方面继承了原始道家无为思想，另一方面又是对儒家伦理纲常的继承。

贾谊的思想更具代表性，贾谊反对统治阶级运用无为思想，提倡礼治和积极的处世态度。他在《治安策》

中力主积极有为、削藩强干，但其哲学基础却深受黄老影响。他在《鵩鸟赋》中阐发的万物变化、祸福相

 
8注释：可以在马上夺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出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9注释：君子治理国家时，表面上好像没有事情发生，寂静得没有声音。(出自：陆贾. 新语[M]. 王利器,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0注释：人民是最重要的，国家其次，君主最轻。(出自：《孟子·尽心下》) 
11注释：治国最高的根本法则，莫过于“无为”；而君主最高的行为操守，莫过于“谨敬”。(出自：陆贾, 新语[M]. 王利器,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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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的思想，以及在其政论中对“势”的重视，都可见道家思想的痕迹。特别是他提出的“夫礼者禁于将然

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12，这种德刑并用、预防为主的治国思路，实际上融合了儒家礼治的教化精

神与黄老道法结合的权谋智慧[10]。贾谊的思想从侧面反映了儒道思想的历史位置的转换，这也为以后董

仲舒总结儒家理论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学术著作的融合实践，以《淮南子》为集大成者。这部由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撰的巨著，虽以道

家思想为主旨，但“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广泛吸收融合了儒、法、阴阳等各家学说[11]。它一方面高

扬“无为”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大谈“仁义”“礼乐”，认为“仁义者，治之本也”，试图将儒家的伦理

价值建立在道家自然天道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的庞大而兼容的思

想体系。这标志着汉初学术思想融合达到了一个理论化的高峰[12]。 
(2) 士人阶层的传播 
思想融合需要载体，而汉初的士人阶层，特别是那些活跃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知识分子，正是承担

这一角色的关键群体。 
士人阶层的思想转型是普遍现象。汉初去战国未远，士人大多学养不拘一家，具备兼容并蓄的知识

结构。他们为了进入仕途、实现抱负，必须使自己掌握的思想学说能够切中时弊、打动君主。因此，主动

融合儒道等各家思想，形成一套既符合统治者当前偏好，又蕴含儒家长远秩序理想的治国方案，成为许

多士人的自觉选择。他们既是思想的学习者、吸收者，也是思想的整合者、传播者。 
代表性士人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融合思想向政治实践的转化。陆贾作为高祖身边的谋士，其《新

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他成功地将儒家“仁义”理念包裹在道家“无为”的形式

中向刘邦兜售，起到了沟通儒道、启迪圣听的作用[13]。贾谊则是汉文帝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兼政论

家。他的思想底色是儒家的，他强烈主张定制度、兴礼乐、施教化。但他对形势的分析、对诸侯王问题的

解决方案，充满了现实主义的策略考量，其中不乏黄老“因势利导”“以柔克刚”的智慧[14]。他的主张

虽未能在文帝时期完全实施，但其思想却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景帝、武帝时代的政策。这些士人通过向皇

帝进言、撰写奏疏、著书立说等方式，将他们融合了儒道的思想直接呈现在最高决策者面前，成为连接

思想世界与政治实践最活跃的桥梁。 
教育与传播的助力同样不可忽视。汉初虽然未设立官方的儒家教育机构，但私人讲学之风渐起。一

些大儒如申公、韩婴等传习《诗》《书》，在传授儒家经典的同时，也不可能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他

们的弟子门人进入朝廷或地方为官，自然会将这种经受过时代调适的儒家思想带入行政实践。同时，士

人的著述流通，也使得融合后的思想观念在社会精英阶层中扩散，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和文化氛围，

为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减少了阻力。 
(3) 统治者的推动与保障 
在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和政策取向，对思想融合的方向与速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汉初数

代皇帝在基本遵循黄老无为的同时，对儒家思想采取了渐趋包容和利用的态度，从政治上保障和引导了

儒道融合的进程[15]。 
统治者的思想选择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倾向。汉高祖刘邦起初鄙薄儒生，但其身边不乏陆贾、叔孙通

这样的儒生以务实之功赢得信任。他晚年“过鲁祀圣”，“以太牢祀孔子”，发出了尊儒的信号。汉文帝

“本好刑名之言”，但也征用儒生，如贾谊、晁错等。他设立《诗》《书》博士，显示出对儒家学术的尊

重。汉景帝时期，虽然窦太后好黄老，不悦儒术，但景帝本人对儒生窦婴、袁盎等多加重用。统治集团上

层的这种相对开放和多元的态度，为不同思想的共存与对话提供了基本的政治空间。尤其是一些儒家学

 
12注释：礼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前加以防范，而法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后予以惩处。(出自：贾谊. 治安策[M]//阎振益, 钟夏. 贾谊

集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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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够身居要职，使得儒家理念有机会直接参与政策酝酿。 
政策制定成为思想融合的试验场与体现。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中，统治者往往不拘泥于一家之说，而

是采取“拿来主义”，选取各家思想中有利于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的成分。在选官制度上，一方面延续秦

及汉初的军功、荫任、赀选等途径，另一方面也开始零星地“举贤良方正”，这既符合黄老“尚贤”的主

张，也开启了儒家“选贤与能”的制度化先声。在赋税政策上，“轻徭薄赋”是道家“无为”“俭啬”思

想的直接体现，如文帝十三年“除田之租税”，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但同时，重农抑商的倾向，又与

儒家“重本抑末”“使民以时”的农本思想暗合。在律法改革上，废除肉刑、约法省禁，既体现了黄老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反思，也符合儒家“德主刑辅”“恤刑慎罚”的仁政理想。在礼仪制度上，叔

孙通制礼，虽被纯儒讥为“不合古”，但其“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的原则，本身就是一种融合与变通，

旨在建立一种能被新贵族集团接受的、简便可行的等级秩序，兼顾了儒家的“礼治”功能与道家的“简

易”原则[16]。 

4. 汉初儒道思想融合的政治实现 

思想融合的最终意义，在于它能够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政治实践，塑造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格局。汉

初儒道思想的融合，正是在“文景之治”的各项具体国策中得到了充分而鲜活的体现。 
(1) 经济领域：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 
这是儒道融合政策最成功、最显著的领域，其核心是“与民休息”。 
轻徭薄赋与重农政策，是道家无为思想与儒家民本、农本思想的完美结合。道家主张“我无事而民

自富”，反对统治者过多干预经济、掠夺民财。儒家强调“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13

和“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14。汉初统治者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高祖时即减

轻田租，十五税一。文帝前元二年、十二年，两次将田租减半，变为三十税一，甚至在前元十三年全免天

下田租，直至景帝元年才恢复三十税一。同时，大幅减轻徭役，文帝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一次改为

三年一次。这些措施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将道家“无为”的抽象原则，转化为让民众得以休养、积累

的具体实惠。在“重农”方面，文帝多次下诏强调“农，天下之本”，亲耕籍田以为示范，并开放山川池

泽供民渔采，鼓励增殖人口。这些举措又带有儒家“劝课农桑”“施行教化”的积极色彩。 
松弛对工商业的管控，是道家“因循自然”“少干预”思想的直接应用。汉初除对盐、铁等少数关键

物资可能有所控制外，总体上采取了“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自由政策。商贾可以自由周流天下，交易

有无。这不仅促进了商业的复苏和物资的流通，也使得许多因战乱而失业的人口得以在工商业中找到生计，

间接稳定了社会。《史记·货殖列传》生动记载了汉初从国家到民间“无为”政策下经济自然复苏、富商

大贾周流天下的繁荣景象。这种相对自由的经济环境，是黄老“无为而治”在经济领域的典型体现。 
经济政策的成效是极其显著的。到了文景时期，社会财富得到巨大积累。《史记·平准书》描绘了当

时的富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5

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繁荣，为社会稳定、政治巩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也是“文景之治”被称为“治

世”的根本前提。 
(2) 政治领域：集权与分权的平衡 
在政治架构和权力运作上，汉初的实践也深深烙上了儒道融合的印记。 
郡国并行制的推行，是平衡艺术的一大体现。全面推行郡县制在当时可能激化与诸侯的矛盾；全面

 
13注释：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 
14注释：不耽误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 
15注释：京城国库里的钱累积万万，穿钱的绳子都已朽烂，以致无法清点数目；国家粮仓里的粮食，逐年累积堆叠，溢到仓外露天

堆积，甚至腐败到不能食用。(出自：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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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分封又可能导致中央虚弱。汉初采取了折中的郡国并行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黄老“因循”

思想的结果——因循秦之郡县，又因循楚汉战争时分封的现实。同时，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儒家“亲

亲”原则和“大一统”理想。然而，这一制度内含的矛盾终究需要解决。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主张以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削弱诸侯，既体现了儒家维护中央权威的立场，其具体策略又深得黄老“以

柔克刚”“分而治之”的权谋精髓[17]。景帝时晁错激进“削藩”引发七国之乱，而平定叛乱后，朝廷继

续推行类似贾谊的策略，最终在武帝时期通过“推恩令”等基本解决了诸侯王问题。这个过程，正是儒

道两种政治智慧在实践碰撞中调整、融合并最终找到有效路径的缩影。 
选官制度的优化，悄然引入了儒家的价值标准。汉初选官以军功、荫任、赀选为主，标准相对功利

和世袭。但“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16这类不定期的特科，开始将“贤良”“方正”这样的道德品行

作为选拔标准，这正是儒家所推崇的。文帝前元二年、十五年的两次举贤良，并亲自策问，晁错即在其

中脱颖而出。虽然此时被举者未必都是纯儒，对策内容也可能融合各家，但这一形式本身，标志着儒家

“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开始被纳入国家制度层面，与黄老“尚贤”主张相结合，为后来察举制的确立

奠定了基础。 
律法的宽和化改革，是儒道共同批判秦法严酷的成果。萧何定律，已作删削。文帝时期更是进行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女缇萦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文帝深受感动，

下诏反思“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17于是废除肉刑，以笞刑代替。这

一改革固然有偶然的人情因素，但其思想背景，正是儒家“仁政”“恤刑”观念与黄老“清静”“简政”

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使得汉律向着更为宽缓、人道(相对而言)的方向发展，体现了融合后思想对法律

制度建设的积极影响。 
(3) 社会领域：礼法并用的治理模式 
在社会治理层面，汉初呈现出一种“礼法并用”、宽松与教化相结合的特色。 
礼仪教化的推行，是儒家思想逐渐渗透社会秩序建设的表现。尽管汉初崇尚简易，但建立基本的社

会等级秩序和皇家威仪仍是必要之举。叔孙通制礼仪，使得“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刘邦体验到

了“为皇帝之贵”。这不仅是满足个人虚荣，更是通过礼仪这种可见的形式，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官

僚体系的等级尊卑，这正是儒家“礼治”的核心功能——别异、定分。此外，朝廷也提倡孝道，褒奖“三

老”、“力田”，选拔“孝廉”，这些都是儒家教化理念在社会政策中的初步落实。虽然规模力度远不及

后世，但方向已经明确。 
社会矛盾的化解，主要依靠黄老“无为”指导下的宽松政策。汉初统治者深知“民之饥，以其上食税

之多”，因此尽量减少对社会的强制管控和横征暴敛。除了轻徭薄赋，对于一般性的社会事务，政府干

预较少，让民间社会有较大的自我管理和恢复空间。对于地方豪强，在景帝以前也基本采取容忍态度。

这种“无为”式的治理，客观上给了社会矛盾以自然消化的时间，避免因政策操切而激化冲突。贾谊、晁

错等人虽然看到了豪强坐大、贫富分化等潜在危机，但文帝、景帝时期总体上仍维持了这种宽松基调，

以稳定为第一要务。 
民生保障的强化，则体现了儒家“仁政”、“民本”理念的具体化。遇到自然灾害，朝廷通常会下诏

赈济，减免租税。文帝后元六年大旱蝗灾，下诏“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

振贫民”18。对于鳏寡孤独、高龄老人，也常有赏赐布帛酒肉的政策。这些举措，是将儒家“老者安之”

 
16注释：选拔品德高尚、行为端正且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出自：《史记·孝文本纪》) 
17注释：那些要截断肢体、在肌肤上刻字的刑罚，给犯人带来终身无法消除的痛苦，这是多么的残酷和不道德啊！(出自：班固. 《汉

书·卷二十三·刑法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8注释：诏令诸侯停止进贡，开放皇家山林湖泽，减少宫廷用度，裁减侍卫官吏员额，打开粮仓赈济贫苦百姓。(出自：班固. 《汉

书·文帝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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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者怀之”的理想，转化为具体的国家责任和社会福利政策，与道家“以百姓心为心”的关怀亦有相

通之处[18]。 

5. 结语 

汉初儒道思想的融合，是一场在特定历史条件催生下，由学术互鉴提供理论、士人践行充当传播中

介、政策引导奠定制度保障的深刻思想演进与政治实践过程。这一融合是基于二者在“民本”“秩序”等

根本问题上的共通性，通过相互吸收、调适，最终形成了一种以黄老“无为”为形式框架、以儒家伦理为

价值导向的治国理念。这一融合的政治实现，全面体现于汉初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政策之中：“与民休

息”的经济政策，是道家无为与儒家民本思想共同浇灌出的果实；郡国并行与法律宽和政策，展现了在

集权与分权、德治与法治之间寻求平衡的融合智慧；礼法并用的社会治理，则标志着儒家伦理秩序观念

开始逐步嵌入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正是这种立足现实、兼容并蓄的思想与实践，成功地引导汉王朝度

过了立国之初最艰难的阶段，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缓和了各类矛盾，造就了为史家所称道的“文景

之治”。 
然而，这种融合也具有其历史阶段性和内在张力。它主要适应了社会“恢复性”发展的需求。当国

力强盛、中央集权需要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需要更加系统化时，黄老之学过于消极、因循的一面便显

得不合时宜。儒家思想中积极有为、构建大一统意识形态的特质，则更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因此，汉

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并非对汉初思想的彻底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既有融合成

果的一次重新提炼与升级——将儒家推至前台，而其内涵早已吸收了道、法、阴阳诸家的养分，形成了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精髓。 
汉初儒道思想的融合与政治实现，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一次精彩亮相。它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

成功的治国之道，往往不在于坚守某一家派的纯粹教条，而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灵活吸收和整合多种思

想资源，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制度与政策。这一历史经验，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包

容性与适应性，乃至思考今日的国家治理，也极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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